《道德经》讲演录之导论

1、 我为什么要讲《道德经》？

在一般常识里，讲《道德经》的人，一般都是搞哲学，或者最少是搞文史哲等国学的人，才有资格讲，而一个学经济学的人来讲，没有资格。

我则以为不然，我认为，不仅搞经济学的人有资格讲，而且只有搞经济学的人才最有资格讲。为什么呢？

其一，众所周知，《道德经》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，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之一，对中国后世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艺术、军事、武术、医学、乃至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有广泛的启示意义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当然所有人都有理由去研究《道德经》。

其二，现在的学科分野，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引进西方学科分野的结果，按照此分野，《道德经》往往被纳入哲学范围。而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，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野，而只有经史子集的分别，而且读书人左手读经，右手读史，参之以后人文集，只要精力容许，无所不读。而读书人读书的目的，又是为了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为了“经世致用”，为了“修身治国平天下”。而经世致用是不讲学科分野的，只管针对现实的问题，把问题分析好，解决好。所以，凡是追求经世致用的人，都有理由去读《道德经》，都有理由把自己研究《道德经》的心得讲出来，写下来，以供有志者切磋交流。这是其一。

其三，现在搞哲学的人，研究《道德经》，自然有一个学科优势，就是吃饱了没事干，天天就研究《道德经》的版本，研究历代学者对《道德经》的阐释，研究《道德经》与诸子百家之间的源流传承关系，乃至于用西方学术思想，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阐释《道德经》的新意。这是他们的优势，而从事其他专业的学者，是比不上他们的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劣势。《道德经》以及中国所有的学问，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倾向，就是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倾向，阅读文本，并不能仅仅通过逻辑的理性的定义和推断，来明了其中的含义，而是需要体验、感悟，而感悟的灵感来源，显然是鲜活的实践。你在经济管理上遇到一个现实问题，找不到有效的方法，需要寻求大智慧来解决，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，反而更容易从《道德经》中得到启示。反之，搞哲学的人，从理论到理论，从概念到概念，他就没有对社会实践的困惑和鲜活感悟，而只能究竟捷径。

我也读过一些哲学教授写的《道德经》注释、选讲一类的东西，给我的感觉，他们基本上只能根据其训诂和文字方面的功底，把原文的字面意思讲清楚。但是仅仅如此，还是不知所云，让读者茫然无措。比如《道德经》第27章说：“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者无绳结而不可解”。什么意思？字面的意思是：“善于关门的人，不用门闩，外面的人打不开；善于捆绑的人，不给绳子打结，被捆绑的人却解不开绳子，跑不掉。”字面意思很清楚，但那又怎样呢？还是一头雾水。

《道德经》不同于其他先秦诸子典籍，他的文句往往都很通俗平实，字面意思即使不翻译成白话文，也很清楚；但关键是，它的语境非常不清楚，也就是说，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针对什么，那你就无从理解他的意指。所以，反而是从事实践工作的人，基于实践问题，更有可能领会《道德经》的深意。

二、《道德经》阐释的两难与方向

刚才说了，仅仅有良好的文学训诂功夫，并无从很到地传达《道德经》的深意，而仅仅是个基础。所以，所有从事经世致用的实践工作的人，反而有更好的机会体悟《道德经》。那么，是不是说，《道德经》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悟随便解释呢？现在由于网络社会，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，学术已经走进民间，而不为专家所垄断了。所以，在网上，你可以找到无数的博客，都在发表自己的《道德经》感悟。但是看多了以后，你又会发现，好多人实在是望文生义，讲了好多感悟，但实际和《道德经》没多少关系，等于是在自说自话。自说自话倒是没什么关系，假借《道德经》，成自己的一家之言，比如韩非子，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个到是很好。问题就在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实际上对于老子的智慧，一无所获。而我们的目的，本来是从老子这里寻求大智慧来的。

所以，对于《道德经》，还必须保持一种基本的敬意，要想从任何一本书中得到营养，都必须保持一种敬意，放下心中的成见，试图从作者的原典中，从其上下文中，找到其逻辑一贯性。如果你从这句话中得到这样的含义，又从另外一句话中，得到另一个含义，两个意思互相打架，那基本上可以判定你对原文的解读有误。

我这个读经班已经开了五年了，原初的意思，不是要我来讲，而是大家一起读，一起讲。结果有些同学，来听个新鲜，凑个热闹。在底下一点功夫也不下，上来专好谈感受，越说越远，自己讲的倒是痛快，但是却和《道德经》没有任何关系。

如此一来，就面临一种两难：一方面，我们必须读懂《道德经》的本意，用心从原典中揣摩老子到底说了什么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回复到老子原话的情景，而只能基于自己当下的工作生活阅历，来理解《道德经》，因此，我们的解读，总是一种现代话语。

那么我以为，这恰恰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与再造过程。现在都在谈国学，特别是经济学界，MBA，EMBA，那些经理、高管、老总们，都喜欢找个哲学家，给讲两堂国学课。而国学工作者们，也因此繁忙起来，到处普及经典读物，弘扬传统文化。一些国学工作者，还因此认为这是国学复兴的表现。

我以为，他们的国学普及工作是正确的，但是说国学复兴还早，读经典只是国学复兴的必要一步，但也是初级阶段。真正的国学复兴，是推陈出新。通过原典的死文字，理解文字背后的精神，并创造性地把这种精神，用于当下的社会实践，得出一些经典范例，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。

3、 《道德经》的成书背景与语境

关于《道德经》的题外话，最主要的议论是老子是谁？老子是那一年代的人？《道德经》是否老子？等几个问题。

和《道德经》有关的人一共有三个：

1、春秋时代周王史官老子，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，姓李名耳，字聃。孔子曾经向其问礼，老子对孔子的回答，有以下几个要点：第一，你问的事情，发明者的骨头都变成灰了，只有他说的话还在；第二，君子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卷而怀之。第三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圣德，容貌若愚。去掉你身上的骄气和大志向吧。这些都对你没啥好处。孔子听了以后回来说：我知道鸟怎样飞，鱼怎样游泳，野兽怎样行走。但是老子是龙，他的道，我就搞不懂了。

老子修道德，以自隐无名为务，居周日久，见周道衰，去官，被关令尹喜拉住，写了《道德经》五千言而去，不知所终。

2、 老莱子，也是楚国人，著述15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。孔子礼敬的六个人中，除了周太史老聃以外，还有这个老莱子。

3、 周太史儋（dan），在孔子死后129年，见秦献公，说秦国将要称霸。

以上三条，都来自于《史记》，<老庄申韩列传>和<仲尼弟子列传>。可以看出，司马迁是比较认同第一个老子的，但在西汉司马迁时代，还流传另外两个版本，所以一同记述。

那么，如果是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对的，则老子是春秋时代人；而如果第三个正确，则老子是战国时代人。

另一个问题，则是到底三个人中，哪一个是《道德经》作者？《史记》上当然也是主要认同第一个老子。

到了后世，一直有争论，儒家后人，都努力把老子说得小于孔子，而修道家的，则拼命要把老子说得大于孔子，是孔子的老师。

到了近代，又有大量争论和考证，都收集在《古史辩》里。但争来争去，还是不能对《史记》里的观点，有什么重大的调整。

所有这些争论，其实对今人来说，最主要的在于《道德经》的成书年代，时代背景。因为这个对理解《道德经》意义重大。

但是不管怎么说，《道德经》大体上是春秋或者战国初期的东西，因为有两个战国中晚期的人，庄子和韩非子，在其著作中，大段地记述了道家言论，与现在通行的《道德经》正相契合。

在此，我也想对此有所言说。我的讨论，主要不是老子是哪个年代人，而是老子对春秋战国时代整体的时代背景的针对性。

首先要说到西周。我以为，西周的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。这个时代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它开创了一个《周礼》，也就是封建等级制。那么从整个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来看，这个封建等级制：

一方面，他把西周以前社会秩序，给以固定化。在西周以前，以今河南省为中心，有一个相当于部落联盟首长，也就是以前的夏商、以及更早的传说中的黄帝等等。那个时候，天下的只需是怎样维系的，由于历史年代久远，不可考。但是显然没有西周的封建制来得严整，因此，我们可以大体判断，那个时候，无非是两个东西，要么是以势压人，要么是以德服人，或者两者兼用。

那么，西周封建制有什么创新呢？就是一旦新的统治秩序重新形成以后，就用封建制把他加以固化，采用了一套礼制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如果从秦汉以后的中央王权演化来看，西周的封建制是不彻底的，最大的不彻底性，就是保持了封建王侯的相对独立性，爵位可以世袭，而且在其封国内，拥有政治权力、经济权力、军事权力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周初大封建，所谓的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，只是搭了一个大架子，下面的东西，都还是承包制。

那么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这个周初大封建这个大架子，就面临礼崩乐坏了。那么新的社会秩序怎样维持？

所谓的先秦诸子百家，就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。

如法家，就是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专制，把一切权力都上收中央，其余的官僚，顶多只能算个代理人。

而如儒家，以孔子为代表，则强调维持周礼。但是孔子讲周礼，主要是在《论语》里，加上了道德价值判断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周礼这个东西，它不仅仅是个死的制度，还是一种价值判断，“应该”如此，突出一个“敬”字。到了孟子，更特强调仁义礼智信。【四端说。】

但是，在《道德经》全文中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，他特别强调礼制背后的条件，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，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也。”

那么，实际的情况呢？实际的情况首先是法家的胜利，战国时代，七雄普遍实施了法家改革，而且改革的力度最大最彻底的，就是秦国，终于取得了天下。从此以后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，不断加强，到明清时代达到了高峰，而到了本朝，甚至达到了极端。

儒家，并没有受到抛弃，到了汉代，吸收了秦朝的教训，开始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实际上是杂用儒家和法家。儒家作为意识形态高高在上，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法统，也即是正当性；【用今天的话讲，叫做合法性】。同时，继续使用法家的东西。

但是道家的东西，却似乎一直淡漠，西汉初期曾经流行道家；唐朝初期又把道家乃至于道教拔高；后来的宋朝，宋徽宗，以及明朝，明太祖朱元璋，都曾经写过《道德经》方面的新的体会。但是在明面上，却没有道家什么事情。

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在于，道家本身从来就是无形的，只能就事论事，而且特别是要在其有形的法制、道德规范的权变过程中，才能体现出来。

历代儒者士大夫，尽管在明面上都宣称是儒家，但是在背地里却大量研读《道德经》，这也是不争的实施。其很多的作为，实际上是在用道家与儒家互补，因为没有道家，就不懂权变。所以一般说儒道互补，这是大致不错的。

另外特别想说的是，当代的政治体制，集权专制达到了极端；思想文化、意识形态、道德规范也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，乃至于民间的社会经济组织，企业制度也多用法家手段，所以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道家感兴趣，比如什么“无为而治”，“顺其自然”，常常挂在时人口上。这是法家和文化道德规范黔驴技穷的必然表现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好好研读道德经。

4、 《道德经》的版本问题

现在通行的《道德经》，主要是汉代传下来的两个版本，就是王弼本《道德经》和河上公本《道德经》，经过后人整理而成。

但是1971年，长沙马王堆，也就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墓，其中发现了帛书上写的两个版本的《道德经》，后称为《帛书老子》甲种本和乙种本。这两个版本要比今本《道德经》老，显然更权威，所以此后的学者，一般都是根据这两个版本，对今本《道德经》进行校对，凡是今本与帛书老子不一样的地方，一律根据后者进行改订。

再有一个，就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发现郭店楚简。现被简称为简本《道德经》，《简本道德经》是个残本，只有相当于今本道德经三分之一的内容。但它解决了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楚间所出土的目的，被认定为是公元前300年的，那么，考虑到《道德经》的被接受和流行过程，则《道德经》的写作，可能在公元前400年以上，这就比较有力地驳斥了《道德经》是战国中后期甚至是汉人所做的观点。

第二，在简本《道德经》中，有一句话与今本不同，就是在今本《道德经》第59章，有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”

而在简本道德经中，则有：“绝知弃辩，民利百倍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；绝为弃作，民复孝慈。”

这个意义在哪里呢？就在于，老子其实并没有否定仁义，这个儒家最关键的概念。

当然，现在学术界关于郭店楚简有争论，我们只能存疑。

最后的建议：陈鼓应，《老子今译今注》。其他也可以。另外熊铁基带领其弟子，写出了《中国老学史》，和《二十世纪中国老学》，这两本书，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同学可以买来阅读。

